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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阶层理论的外来产业工人抑郁与困顿关系研究 

 

摘要 

 

目的：外来产业工人常被认为是低社会地位的群体，呈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该群体的

抑郁不仅影响其自身生命健康也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阶层理论（Social Rank Theory，

SRT）认为低社会地位群体的抑郁与困顿相关。目前，困顿可以通过困顿量表测量，但尚未

在外来产业工人中运用，同时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状况及其与抑郁的关系尚缺数据描述。本

研究将首次在中国外来产业工人中检验困顿量表信效度，测量困顿、并首次探讨在该人群中

困顿与抑郁的关系；方法：本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招募 1805 名外来产业

工人。在验证困顿量表信效度后，运用二元逻辑回归筛选出潜在变量，并进一步分析困顿与

抑郁的关系；结果：本研究首次在外来产业工人中证实了中文困顿量表的信效度，提示双因

子模型更为合适。外来产业工人困顿得分 9.14 ± 11.26，中位数（四分位间距）为 4（15），

33.6%存在临床抑郁症状。在该人群中困顿与抑郁显著正向相关（ORa = 1.13，95% CI = 1.12 

– 1.15），困顿量表得分超过 11 分提示存在临床抑郁症状；结论：本研究首次证实了中文困

顿量表可以有效且可靠地评估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状况，且该群体的困顿与抑郁显著相关。

为进一步探索困顿在促进外来产业工人心理健康中的价值提供研究基础。 

 

关键字：外来产业工人，困顿，抑郁，社会阶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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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entrapment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social rank theory based study 

ABSTRACT 

 

Background: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are considered a low social status group and 

present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ir own health in life while 

hindering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Rank Theory (SRT) suggests that depression in 

low social rank groups is associated with entrapment. Currently, entrapment can be measured by 

the Entrapment Scale(ES), but its Chinese version has not been applied to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data describing the entrapment status of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a. This study will be the first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measure 

entrapment,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apment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Method: This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ing 1805 Chinese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recruited from Shenzhen. After validat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ntrapment Scal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creen out potential 

variable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apment and depression. Result: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Entrapment Scale among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suggesting that a two-factor model is more appropriate. Entrapment scores of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were 9.14±11.26 and 4(15). 26% and 33.6% of the subjects had high 

levels of entrapment and clinical depression symptoms, respectively. Entrapme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this population, and this positive association remained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relevant demographic and behavioral variables (ORa = 1.13, 95% CI = 

1.12-1.15), suggesting that each 1-point increase in Sleepiness Scale score was associated with a 

0.13-fold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clinical depressive symptoms.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firm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Entrapment Scale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entrapment of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The degree of entrapment and depression among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was in a high level and entrapme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Entrapment, Depression, Social rank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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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在经济因素的推动下，外出务工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1, 2]。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

领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在发展前沿。外来产业工人这样一群暂时或季节性出于务工需要

而往返于家乡与务工地之间的劳动者推动着当地的建设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腾飞[3]。 

目前国内外对于外来产业工人尚无明确的、统一的定义。外来产业工人在其群体特征上

同时拥有“外来”即流动人口和“产业工人”的双重特性。针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在中国户籍制

度下，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定义标准是“人户分离”，即离开了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

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4]。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

展，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是未来发展趋势[4]。针对产业工人的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将

产业工人定义为“在现代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

生活来源的工人”[5]。 

中国外来产业工人群体的背后是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与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距[6, 

7]，在中国，与外来产业工人群体最为相近的人群是“农民工”群体。关于农民工的定义，国

家统计局[8]将重点放在了农村户口与外出从业且时间超过 6 个月上。但是对于外来产业工人

群体来说，随着城镇化的进展，拥有城镇籍户口的人员也可能加入外出务工流中，因此并不

与农民工群体完全重合。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外来产业工人都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9]。

两者之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农民工主要是基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身份界定的，而外来产业工

人主要是基于流入地从事的职业而界定的，外来产业工人满足农民工特性中的非农职业和被

雇佣者身份的特点，但不一定局限于农村户口[9]。国际上相似的概念有“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民）。国内移民指在一个国家内为了工作或学习、逃避冲突或迫害、或是由于环境

因素而离开其惯常居住地而迁移至国内其他地方的人[1]。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综合考虑“农

民工”、“流动人口”、“产业工人”、“internal migration”等相关概念，最终将外来产业工人定

义为离开其惯常居住地而迁徙至其他地方，在现代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从事集体

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 

由于外来产业工人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较低的经济水平，并就职于低技术含量的工

作，该群体常被划分至低社会阶层（low social rank）[10]。外来产业工人在生活、经济和心

理状况方面的改变包括：与家人和熟悉的社会环境分离[11]，被排除在务工地的社会保障等

福利之外[12]，因外来者的身份而遭受歧视[13]，或是无法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14, 15]等，都使

得他们成为不良心理结局的高风险人群[16-18]。更重要的是，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将进一步加剧

这种健康不平等，会增加失业风险、恶化负面情绪[19]。仅管国家统计局尚无针对“外来产业

工人”的数目统计，但外来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性可以从“农民工”和“流动人

口”的统计数目上窥知一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

年全国农民工数目超过 2.8 亿人，其中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有 1.71 亿人，占

总农民工人口的 58%[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1 年底发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21》显示，2021 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 2.44 亿。外来产业工人群体在数目上不可小觑。

考虑到外来产业工人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该群体的健康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外来产业工人呈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20-28]，尤其是女性[20, 23, 29]。



                  基于社会阶层理论的外来产业工人抑郁与困顿关系研究 

第 5 页 共 29 页 

例如，2011 年，分别在中国深圳[24]、中国成都[25]两地开展的研究发现有 21.4%[24]和 23.7%[25]

的外来产业工人具有临床相关的抑郁症状（CES-D 量表）。2019 年于深圳开展的研究提示，

外来产业工人中具有临床相关抑郁症状（CES-D 量表）的比例已经达到 60.3%[27]。相比较

来看，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全国水平。2001 年至 2005 年，中国普通人群具有

临床抑郁症状的比例为 2.06%（PHQ-9 量表）[30]。同时，2019 年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研究

数据也高于相近时间段里其他人群的抑郁水平。2019 年，在被认为是高抑郁水平的女性移

民群体中具有临床相关的抑郁症状（CES-D-10 量表）的比例是 28.9%（移民时间<20 年）

和 18.8%（移民时间≥20 年）[31]。2017 年在中国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中的研究显示，该群

体具有临床抑郁症状的比例为 25.25%（PHQ-9 量表）[32]。此外，一项针对全球范围 2016

年前的门诊病人的抑郁流行程度的系统综述报道，门诊中平均有 27%的患者具有临床抑郁

症状[28]。综上所述，外来产业工人群体有较为突出的抑郁问题。 

出现临床抑郁症状会对外来产业工人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例如造成残疾使劳动能力受

损[33]，增加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几率[34, 35]，从而降低生命健康质量、阻碍经济生产发展。心

理疾病的预防强调早发现、早干预。关于如何解释社会阶层对抑郁的影响，社会阶层理论

（The social rank theory）是较为突出的理论之一，它能够有效地体现抑郁症典型的自卑和

顺从性。该理论认为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群会伴随着对遭受羞辱歧视或意识到自身社会资源

的失去[36]等方面的压力的处理能力不足，从而引发负面的情绪和认知[37, 38]。社会阶层理论

在抑郁方面做出进一步阐释[39, 40]：抑郁症的产生最初是由于一种对竞争失败的适应性顺从

反应，该反应最初目的是为了减少伤害或降低死亡的风险[41]。具体来说，研究认为个体承

认社会竞争中的失败时会激活非随意性应对失败策略（Involuntary defeat strategy）[42]，这是

一种遗传上固有的心理生物学反应，它是在承认失败并认为进一步反抗已经没有意义的基

础上产生的一系列认知、行为、心理的改变，增强顺从和逃跑相关的表现。这种防御性的

适应性反应最初可以减少伤害，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将有助于个人去接受现状[41]。当出

现强烈想要逃离的动机，然而逃离途径都被阻碍的时候，人就会处于一种困顿状态，这是

一种在负性事件发生时的常见反应。该反应也被社会阶层理论认为是诱发抑郁的关键因素
[16]，即随着持续存在的困顿状态，环境依然难以接受、改变或逃离时，这种适应性的防御

反应就会转变为病理性反应，并最终导致抑郁[43-45]。Brown 等人的研究提示，无论之前是

否患有抑郁症，经历困顿的受试者发生抑郁的风险显著高于未经历者[46]。基于这些机制推

理和研究结论，我们希望将困顿作为研究外来产业工人抑郁的切入点，从困顿上探索其对

抑郁的早期预防的价值。 

目前，困顿可以通过困顿量表（Entrapment Scale，ES）测量。该量表于 1998 年由 Gilbert

和 Allan 制定而成[16]，共 16 个题目，并在最初被 Gilbert 等人提议分为内外两个维度。该量

表在 2019 年由龚睿婕研究团队翻译成中文版，并在学生[47]、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人群[32]、

男男性行为人群[48]中得到成功运用，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该量表未曾运用于外来产业工

人之中。同时，虽然众多研究证实了在女性的患者或非患者群体[46]，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32]、

男男性行为人群[48]和普通社会人群之中[49]抑郁和困顿显著相关，但是二者的相关性在外来

产业工人里尚未被验证。 

1.2 课题研究的预期结果 

外来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中下层以及抑郁水平高于普通群体的状态，本研究希望基于社会

阶层理论进行下述探索： 

(1） 检验中文版困顿量表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信效度； 

(2） 描述社会心理学特征及其与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间的关系； 

(3） 探索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与抑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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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及其质量控制 

2.1.1 社会心理变量（困顿） 

我们使用中文版本的困顿量表来评估困顿。ES 是由 Paul Gilbert 和 Steven Allan 在 1998

年设计的用于衡量困顿感的自我报告量表[16]，在不同环境和多文化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49, 50]。2019 年，该量表首次被中国学者龚睿婕翻译成中文，并在针对中国医学专业学生

群体的研究中表现出良好信效度，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为 0.96[50]。该

量表共包括 16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采用 5 点计分：（0 为“从不”，1 为“极少”，2 为“有时”，

3 为“经常”，4 为“总是”），总分从 0 到 64 不等。分数越高表示困顿感越强烈[50]。 

2.1.2 社会心理变量（抑郁） 

我们使用简单有效的 10 项目版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10-Item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来评估参与者在过去一周内的抑郁症状。除第 5 项和第

8 项需要反向打分外，每个项目的选项范围从“很少或没有”到“一直都有”，分别对应 0-3 分。

最终总分大于或等于 10 分者视为存在临床抑郁症状[20, 51-54]。  

2.1.3 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家乡类型、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教育程度、收入、工作经验和饮酒。

其中饮酒行为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The Alcohol Use Disorders 

Ientification Test，AUDIT）来评估。AUDIT 由 10 个问题组成，前 8 个问题是 5 点计分，后

2 个问题为 3 点计分。自我报告得分≥20 分被认为是存在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s，AUD）[55]。 

2.1.4 问卷设计的质量控制 

由两名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一名流行病学家、一名健康心理学家，一位健康传播专家

和一位工厂工人组成一个小组来制定调查问卷。于开始正式问卷发放前在 20 名工厂工人中

进行了试点测试，以评估问卷的清晰度和可读性。根据这 20 名工人的意见。小组对问卷进

行了修改和定稿。这 20 名工人没有包括在后期正式的调查中。 

2.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一项 2011 年针对深圳市外来产业工人的研究显示，这些工人临床相关抑郁症状的患病

率（p）为 21.4%[24]。我们将显著效益水平（α）和容许误差水平（δ）分别定为 0.05 和 0.0214，

考虑到分层抽样的样本误差，我们将设计有效性（deff）定为大于等于 1。代入图 2-1 中计

算公式可得，预期样本量为至少 1411 人。 

样本量计算公式： 

 

（2-1）  

深圳作为最早开始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是外来产业工人主要的流入地之一。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约 70%的常住居民是流动人口[56]。按职业来看，又以制造业工人最

为突出，2018 年深圳 28%的常住居民为制造业工人[57]。深圳市龙华区是重要的工厂聚集地

之一[58, 59]。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一项覆盖了深圳市龙华区工厂工人的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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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招募。考虑到不同类型工厂的工人数量比例，从全区 1805 所工厂中按

各类型工厂内人数比（4：3：3：2：1：1：1：1）随机抽取了 16 所工厂（包括 4 家机械加

工厂、3 家电子设备制造商、3 家印染厂、2 家化工原料厂、1 家冶炼厂、1 家服装厂、1 家

食品饮料制造商，以及 1 家其他类型工厂），共包含 513215 名产业工人劳动者。鉴于龙华工

厂车间的工人数量中位数为 40 至 50 人，59 个车间（每个工厂随机抽取 3 或 4 个车间）内

18 岁以上的全职员工被邀请前往龙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在 CDC，训练有素的现场工作人员向符合条件的 2700 名车间工人介绍

了本研究，并邀请参与者匿名填写一份自填式问卷。为保障参与者的权利，本研究获得了知

情同意并告知参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研究而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并向完成调查的参与者

提供 20 元人民币现金。根据流动人口定义，将“家乡”这一栏中填选非深圳市的受试者定义

为外来产业工人。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023 份，其中经过筛选共有 1805 名为外来产业工人，

符合样本量要求。 

2.3 数据分析 

首先验证 ES 的信效度。效度分析：结构效度和收敛效度分析运用随机数字法将 1805

名参与者的数据随机分成探索组（902 人）和验证组（903 人），通过 SPSS v.22 和 AMOS v.24

进行包括 Kaiser-Meyer-Olkin（KMO）测试和 Bartlett's 检测的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以及检验模型拟合指数和收敛性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卡方和自由度的比率（χ2/df）在 2 到 5 之间良好，5

到 10 之间是可以接受。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低于 0.10（越低越好）, 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Fit Index，G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大于 0.9（越大越好）提示模型拟合良好[60]。平均提取方差（AVE）大于

0.5，提示收敛效度良好 [61]。信度分析：通过 SPSS v.22.计算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和分半信度系数 Spearman-Brown r，通过 AMOS v.24 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计

算平方多重相关（SMC），综合信度（CR），以反应量表的组合信度。普遍认为 Cronbach's alpha

大于 0.85 提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平方多重相关（SMC）大于 0.35，综合信度（CR）

大于 0.6，提示量表组合信度良好[61]。 

对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困顿以及抑郁状况的描述通过 SPSS v.22 实现。用均数±标准

差（x ̅±s）和中位数（四分位距）即 M（IQR）来描述计量资料，率（%）来描述计数资料。

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影响困顿和抑郁的潜在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筛选可能影响困顿

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的潜在变量，在考虑以上变量的前提下，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困顿与

抑郁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 R x 64 3.6.3 软件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探索困顿量表反应抑郁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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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中文版困顿量表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信效度分析 

3.1.1 效度分析 

结构效度：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被随机分为两组，902 名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903 用

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62]中，运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s 检验测试该样本应

用于因子分析的可行性。KMO 检验其抽样充分性为 0.961，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的 χ2 = 

11574.461，p < 0.001，表明该数据是适宜进行因子分析的。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得到 16 个项目的公因子方差（Communalities）均 > 0.4 保留进入下

一步分析。碎石图提示 2 个公共因子数目是合适的，在数据上总方差解释（Total Variance 

Explained）显示有两个特征根大于 1 的项目，特征根分别为 9.783 和 1.112，共占量表方差

总解释率的 68.091%，提示将 16 个因子分两个维度讨论是合适的。因子负荷可以提示每一

个因子具体归为哪一个维度。比较同一个因子在不同公共因子上的因子负荷水平，将因子归

入较高水平的公共因子中。Promax 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结果提示 1 至 11 题归入一个维度，而

12 至 16 题归入另一个维度。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运用 AMOSv.24 对 903 名验证集数据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计算和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既往研究提出单因子模型或是将 1 至

10 题归类 EE（外部困顿），11 至 16 题归类为 IE（内部困顿）的双因子模型，但是对于困

顿量表的维度划分并没有明确的定论[16, 34, 48, 49, 61]，因此本研究对以下三类模型均展开讨论：

第一个模型命名为 ES，为单因子模型，即将困顿量表看作一个整体，不进行维度划分；第

二个模型命名为 EE10/IE6，为双因子模型，即根据既往有关研究将 1 至 10 题这 10 个题目

归类 EE（外部困顿），11 至 16 题这 6 个题目归类为 IE（内部困顿）；第三个模型命名为

EE11/IE5，为双因子模型，即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困顿量表看为两个维度，将 1 至

11 题这 11 个题目归类 EE（外部困顿），12 至 16 题这 5 个题目归类为 IE（内部困顿）。模

型拟合效度结构如表 3-1 所示，基于探索性因子结果划分的 EE11/IE5 的模型拟合度更高，

但也只是在 RMSEA、GFI、CFI 的维度上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62]。 

收敛效度：收敛效度结果如表 3-2、表 3-3、表 3-4 所示，3 个模型的平均提取方差（AVE）

大于 0.5，提示收敛效度良好[61]。 

表 3-1 模型拟合效度（n=903） 

模型编号 模型 χ2   P df χ2 /df  RMSEA  GFI  CFI 

1 ES 1491.044 <0.001 104 14.337 0.122 0.786 0.872 

2 EE10/IE6 1060.156 <0.001 103 10.293 0.102 0.852 0.912 

3 EE11/IE5 818.066 <0.001 103 7.942 0.083 0.896 0.944 

ES：困顿量表视为整体； EE10/IE6：困顿量表1-10题归类为EE，11-16题归类为 IE； EE11/IE5:

困顿量表 1-11 归类为 EE，12-16 归类为 IE； χ2：卡方； df：自由度； RMSEA：近似的

均方根误差； GFI：拟合优度指数； CFI：比较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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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模型 1 ES 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结果（n=903） 

 项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组合信度 收敛效度 
 序号 Unstd. S.E. T value P Std. SMC CR AVE 

ES 1 1    0.667 0.445 0.934 0.565 

 2 1.184 0.056 21.024 *** 0.769 0.591   

 3 1.072 0.052 20.656 *** 0.753 0.567   

 4 1.195 0.055 21.592 *** 0.793 0.629   

 5 1.283 0.06 21.389 *** 0.784 0.615   

 6 1.232 0.06 20.475 *** 0.746 0.557   

 7 1.351 0.067 20.189 *** 0.734 0.539   

 8 1.05 0.054 19.518 *** 0.706 0.498   

 9 1.261 0.059 21.221 *** 0.777 0.604   

 10 1.059 0.052 20.286 *** 0.738 0.545   

 11 1.181 0.055 21.492 *** 0.789 0.623   

 12 1.11 0.058 18.971 *** 0.684 0.468   

 13 1.276 0.059 21.534 *** 0.79 0.624   

 14 1.251 0.058 21.435 *** 0.786 0.618   

 15 1.31 0.061 21.301 *** 0.781 0.610   
 

16 1.262 0.059 21.232 *** 0.778 0.605 
  

*p<0.05；**p<0.01；***p<0.001 ；Unstd. 非标准估计；S.E.：估计的标准误差；Std.：标准

化估计数；SMC：平方多重相关；CR： 综合信度；AVE：提取的方差平均值 

表 3-3 模型 2 EE10/IE6 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结果（n=903） 

 项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组合信度 收敛效度 
 序号 Unstd. S.E. T value P Std. SMC CR AVE 

EE10† 1 1.000  
   

0.676  0.457  0.933  0.581  
 2 1.183  0.055  21.535  *** 0.779  0.607    

 3 1.084  0.051  21.183  *** 0.772  0.596    

 4 1.203  0.054  22.087  *** 0.809  0.654    

 5 1.292  0.059  22.021  *** 0.801  0.642    

 6 1.254  0.059  21.226  *** 0.770  0.593    

 7 1.351  0.066  20.609  *** 0.744  0.554    

 8 1.065  0.053  19.985  *** 0.726  0.527    

 9 1.264  0.059  21.496  *** 0.789  0.623    

 10  1.055  0.052  20.435  *** 0.745  0.555    

IE6† 11  1.000        0.750  0.563  0.918  0.651  
 12 1.067 0.048 22.339 *** 0.739 0.546   

 13  1.222  0.046  26.394  *** 0.851  0.724    

 14 1.185  0.046  25.933  *** 0.837  0.701    

 15 1.244  0.048  25.714  *** 0.833  0.694    

  16 1.190  0.046  25.675  *** 0.823  0.677      

*p<0.05；**p<0.01；***p<0.001；†：EE10 和 IE6 是模型 2 的子维度； Unstd. 非标准估计；

S.E.：估计的标准误差； Std.：标准化估计数； SMC：平方多重相关； CR： 综合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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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提取的方差平均值 

表 3-4 模型 3 EE11/IE5 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结果（n=903） 

 项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组合信度 收敛效度 
 序号 Unstd. S.E. T value P Std. SMC CR AVE 

EE11† 1 1.000 
   

0.683 0.466 0.945 0.609 
 2 1.239 0.05 24.55 *** 0.828 0.686 

  

 3 1.055 0.046 22.765 *** 0.768 0.590 
  

 4 1.175 0.048 24.466 *** 0.832 0.692 
  

 5 1.346 0.056 23.984 *** 0.808 0.653 
  

 6 1.229 0.052 23.535 *** 0.795 0.632 
  

 7 1.389 0.059 23.507 *** 0.791 0.626 
  

 8 1.046 0.048 21.876 *** 0.735 0.540 
  

 9 1.197 0.053 22.759 *** 0.767 0.588 
  

 10 1.032 0.045 22.737 *** 0.768 0.590 
  

 11 1.106 0.047 23.407 *** 0.795 0.632   

IE5† 12 1.000 
   

0.759 0.576 0.918 0.692 
 13 1.145 0.038 30.108 *** 0.877 0.769 

  

 14 1.083 0.038 28.427 *** 0.844 0.712 
  

 15 1.197 0.042 28.325 *** 0.843 0.711 
  

 16 1.136 0.041 27.684 *** 0.831 0.691 
  

*p<0.05；**p<0.01；***p<0.001； †：EE11 和 IE5 是模型 3 的子维度； Unstd. 非标准估计；

S.E.：估计的标准误差； Std.：标准化估计数； SMC：平方多重相关； CR： 综合信度； 

AVE：提取的方差平均值 

3.1.2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涉及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和组合信度。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为 0.956，

根据模型 EE11/IE5 分类的 EE 部分 11 题的 Cronbach's α 为 0.941，IE 部分的 Cronbach's α 为

0.916，提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量表 Spearman-Brown 系数为 0.917（标题按单双数序

号分两组前后放入的系数值为 0.968），提示分半信度良好。此外，如表 3-2 至表 3-4 所示，

平方多重相关（SMC）大于 0.35，综合信度（CR）大于 0.6，提示量表可靠性良好[61]。 

3.2 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基本情况描述 

如表 3-5 中所示，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的平均年龄为 31.1 岁，超过一半为男性（67.3%），

来自农村地区（69.4%），已婚（53.6%），高中以下文化水平（58.7%），月收入在 3000-4999

元（60.9%）。44.8%的外来产业工人没有孩子，49.0%有 1个或 2个孩子。大多数参与者（64.5%）

已经外出务工 6 年以上，有 111 人（6.1%）存在 AUD，606 人（33.6%）存在临床抑郁症状。 

表 3-5 基本信息描述以及各组困顿得分情况（N=1805） 

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数 N（%） 困顿 

  M ± SD M（IQR） 

年龄（岁）    

< 30 830（46.0%） 9.74 ± 11.46 5（16） 

30 – 39 719（39.8%） 9.27 ± 11.62 5（15） 

> 39 256（14.2%） 6.69 ± 9.07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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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5 

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数 N（%） 困顿 

  M ± SD M（IQR） 

性别    

男 1214（67.3%） 10.1 ± 11.89 5（16） 

女 591（32.7%） 7.11 ± 9.53 2（11） 

家乡类型    

城镇 318（17.6%） 8.66 ± 10.82 4.5（14） 

乡村 1253（69.4%） 9.21 ± 11.31 4（15） 

不详 234（13.0%） 9.27 ± 9.07 2（11） 

婚姻状况    

未婚 719（39.8%） 11.05 ± 12.18 7（17） 

已婚 967（53.6%） 7.44 ± 10.1 3（12） 

离婚/丧偶 47（2.6%） 13.7 ± 13.12 12（19） 

不详 72（4.0%） 9.4 ± 11.45 4（16） 

孩子数量（个）    

0 808（44.8%） 10.86 ± 12.35 6（18） 

1 – 2 885（49.0%） 7.78 ± 10.13 3（13） 

> 2 112（6.2%） 7.26 ± 9.67 2.5（12.75） 

教育水平    

高中以下 1059（58.7%） 8.43 ± 10.98 4（13） 

高中/中专 585（32.4%） 9.8 ± 11.41 5（16） 

大专及本科以上 113（6.3%） 12.11 ± 12.41 8（21） 

不详 48（2.7%） 9.23 ± 11.35 4.5（16） 

收入（元/月）    

< 3000 166（9.2%） 8.24 ± 12.42 2（12） 

3000 – 4999 1099（60.9%） 8.97 ± 10.72 5（15） 

> 4999 484（26.8%） 9.7 ± 12.02 4.5（16） 

不祥 56（3.1%） 9.64 ± 11.08 4.5（16） 

外出务工时长（年）    

0 – 2 346（19.2%） 9.3 ± 11.51 4（16） 

3 – 5 295（16.3%） 9.96 ± 11.64 6（16） 

6 – 10 612（33.9%） 9.5 ± 11.36 5（16） 

> 10 552（30.6%） 8.14 ± 10.73 4（13） 

饮酒 † （AUDIT 分数）    

1 – 7 1411（78.2%） 8.39 ± 10.74 4（13） 

8 – 15 235（13.0%） 10.16 ± 12.29 5（17） 

16 – 19 48（2.7%） 11.27 ± 11.49 8（16） 

≥ 20（AUD） 111（6.1%） 15.26 ± 13.17 14（22） 

CES-D-10    

< 10 1199（66.4%） 4.93 ± 6.96 2（8） 

≥ 10 606（33.6%） 11.27 ± 11.49 8（16） 

†: 饮酒是基于过去一年的情况； M ± SD（均值 ± 标准差）；M（IQR）：中位数（四

分位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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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潜在变量的筛选 

3.3.1与困顿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行为学变量 

这是困顿量表在中国外来产业工人群体中的首次运用，因此我们将纳入研究的所有社会

人口学变量和行为学变量的分析结果均以报道（表 3-6）。以困顿量表得分的上四分位数 15

分为临界值，将 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分为低困顿组（ ＜ 15 分）1333 人和高困顿组（ ≥ 15

分）472 人。社会学人口变量和行为学变量与困顿关系如表 3-5 所示。在单因素逻辑回归中，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孩子数量、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时间和饮酒均与困顿显著相关。在

多因素逻辑回归考虑所有社会学人口变量和行为学变量后，结果显示高中教育水平（ORm = 

1.29，95%CI = 1.01，1.65）和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ORm = 2.35，95%CI = 1.53，3.60）相

较于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外来产业工人高困顿风险增加，存在AUD的外来产业工人（AUDIT

量表得分 ≥ 20 分）出现高困顿状态的风险高出 AUDIT 得分只有 1-7 分的外来产业工人近 2

倍（ORm = 2.67，95%CI = 1.77,4.01）。我们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孩子数量、教育水

平、外出务工时间和饮酒作为潜在变量纳入下一步的分析。 

表 3-6 社会人口学变量和行为学变量与困顿的关系 

社会人口学特征 ORu ORm 

年龄 
 

< 30 1 1 

30 – 39 0.82（0.66，1.03） 0.94（0.72，1.22） 

> 39 0.48（0.34，0.69）*** 0.68（0.44，1.06） 

性别 
  

男 1 1 

女 0.57（0.45，0.73）*** 0.77（0.58，1.02） 

家乡类型 
  

城镇 1 1 

乡村 1.12（0.84，1.49） 1.29（0.95，1.75） 

不详 1.20（0.82，1.77） 1.35（0.90，2.02） 

婚姻状况 
  

未婚 1 1 

已婚 0.51（0.41，0.64）*** 0.63（0.40，1.01） 

离婚/丧偶 1.38（0.76，2.52） 1.43（0.71，2.90） 

不详 0.84（0.49，1.43） 0.93（0.53，1.63） 

孩子数量（个） 
  

0 1 1 

1 – 2 0.59（0.48，0.73）*** 1.14（0.73，1.79） 

> 2 0.52（0.32，0.85）** 1.17（0.62，2.23） 

教育水平 
  

高中以下 1 1 

高中/中专 1.38（1.10，1.73）** 1.29（1.01，1.65）* 

大专及本科以上 2.42（1.62，3.61）*** 2.35（1.5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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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6 

社会人口学特征 ORu ORm 

收入（元/月） 
  

< 3000 1 1 

3000 – 4999 1.25（0.84，1.85） 1.11（0.74，1.67） 

> 4999 1.41（0.93，2.15） 1.11（0.71，1.73） 

外出务工时长（年） 
  

0 – 2 1 1 

3 – 5 0.95（0.67，1.34） 0.96（0.67，1.37） 

6 – 10 0.92（0.69，1.23） 1.01（0.75，1.38） 

> 10 0.67（0.50，0.92）* 0.91（0.63，1.30） 

饮酒 † （AUDIT 分数） 
  

1 – 7 1 1 

8 – 15 1.45（1.07，1.96）* 1.28（0.93，1.76） 

16 – 19 1.49（0.8，2.78） 1.37（0.72，2.60） 

≥ 20（AUD） 3.22（2.17，4.76）*** 2.67（1.77，4.01）*** 

*p<0.05;**p<0.01;***p<0.001;†: 饮酒是基于过去一年的情况；ORu：单因素比值比；ORm：

多因素比值比（在多因素回归中，因变量包括所有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 

3.3.2 与抑郁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行为学变量 

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可能影响抑郁的潜在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孩子数量、

收入水平、外出务工时间和饮酒在单因素分析时与抑郁显著相关（表 3-7）。结果显示已婚

（ORu = 0.69，95%CI = 0.56，0.84）相较于未婚的外来产业工人、拥有 1-2 个孩子（ORu = 

0.71，95%CI = 0.58，0.68）的外来产业工人相较于没有孩子的外来产业工人、收入超过 4999

元每月的外来产业工人（ORu = 0.68，95%CI = 0.47，0.99）相较于收入低于 3000 元每月的

外来产业工人、外出务工时长超过 10 年（ORu = 0.71，95%CI = 0.54，0.95）的外来产业工

人相较于外出务工市场短与小于等于 2 年的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风险低均降低约三分之一。

存在 AUD 的外来产业工人（AUDIT 量表得分≥20 分）出现临床抑郁状态的风险高出 AUDIT

得分只有 1-7 分的外来产业工人近 2 倍（ORu = 1.98，95%CI = 1.34，2.92）。而在考虑所有

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的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中只有收入与抑郁显著相关。收入超过

4999 元每月的外来产业工人（ORm = 0.57，95%CI = 0.38，0.87）相较于收入低于 3000 元

每月的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风险降低约一半。我们将婚姻状况、孩子数量、收入水平、外出

务工时间和饮酒作为潜在变量纳入下一步的分析。 

表 3-7 与抑郁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 

变量 ORu ORm 

婚姻状况   

未婚 1  

已婚 0.69（0.56，0.84） **  

离婚/丧偶 0.91（0.49，1.68）  

孩子数量（个）   

0 1  

1 – 2 0.71（0.58，0.86） **  

> 2 0.85（0.5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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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7 

变量 ORu ORm 

收入（元/月）  

< 3000 1 1 

3000 – 4999 0.83（0.59，1.16） 0.73（0.50，1.05） 

> 4999 0.68（0.47，0.99）* 0.57（0.38，0.87） ** 

外出务工时长（年）  

0 – 2 1  

3 – 5 1.02（0.74，1.41）  

6 – 10 0.92（0.70，1.21）  

> 10 0.71（0.54，0.95） *  

饮酒 † （AUDIT 分数）  

1 – 7 1  

8 – 15 1.14（0.85，1.52）  

16 – 19 0.70（0.36，1.35）  

≥20（AUD） 1.98（1.34，2.92） *  

*p<0.05；**p<0.01；***p<0.001；†: 饮酒是基于过去一年的情况；ORu：单因素比值比；

ORm：多因素比值比（在多因素回归中，因变量包括所有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 

3.4 外来产业工人抑郁与困顿的关系 

3.4.1 二元逻辑回归 

二元逻辑回归（表 3-8）显示，抑郁 CES-D-10 量表得分与困顿量表、外部困顿、内部

困顿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经过校正所有与困顿和抑郁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

学变量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子女数量、收入、外出务工时长和饮酒）这

种正向相关仍然显著。困顿量表得分每增加 1 分，其出现临床抑郁症状的风险上升 0.13 倍。

外部困顿和内部困顿得分每增加 1 分，其出现临床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增加 0.32 和 0.19 倍。 

表 3-8 抑郁与困顿的关系 

变量  M（IQR） ORu（95% CI） ORa（95% CI） 

ES CSE-D-10 < 10 3（10） 1.13（1.11，1.14） *** 1.13（1.12，1.15） *** 

 CSE-D-10 ≥ 10 20（21）   

EE11 CSE-D-10 < 10 1（5） 1.32（1.28，1.36） *** 1.32（1.28，1.36） *** 

 CSE-D-10 ≥ 10 11（14.25）   

IE5 CSE-D-10 < 10 0（2） 1.18（1.16，1.20） *** 1.19（1.17，1.21） *** 

 CSE-D-10 ≥ 10 5（8）   

*p<0.05；**p<0.01；***p<0.001；ES：困顿量表；EE11：模型 3 的子维度中的外部困顿；

IE5：模型 3 的子维度中的内部困顿；M（IQR）：中位数（四分位间距）；ORu：单因素回归

比值比；CI：置信区间；ORa：校正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子女数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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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时长和饮酒的向前逐步多因素逻辑回归的比值比。 

3.4.2 ROC 曲线分析 

ROC 曲线分析结果提示，中文版困顿量表可以很好地解释临床抑郁症状，ROC 曲线下

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等于 0.797（95%CI = 0.774，0.820）。困顿量表得

分 11 分是最佳临界值，在判断存在临床抑郁症状上的敏感性是 63.9%，特异性是 82.8%。 ROC Curve for Entrapment Scale

1-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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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困顿对临床抑郁症状解释程度的 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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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思考 

 

4.1 中文版困顿量表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适用性 

本研究证实了困顿量表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适用性。此前，困顿量表在学生[50]、跨性

别女性性工作者[32]、男男性行为者[48]中运用时均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针对困顿量

表的信效度分析提示，该量表在外来产业工人中的信度（组合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

信度）以及效度（收敛效度）均良好。结构效度中双因子 EE11/IE5 模型的困顿量表可能更

适合外来产业工人。 

既往研究对于困顿量表结构上的划分并没有明确且统一的标准。内部和外部的划分最早

由 Gilbert 和 Allan 提出[63]。他们认为感知到困顿的原因很重要，即需要分清楚受试者的困

顿是感到被困于外界环境还是已经存在逃离动机。因此他们将困顿量表对应划分成外部困顿

和内部困顿两部分：外部困顿是从感知到被外界环境所困住的状态，提问内容例如：“我处

在困顿的状态”，“我强烈希望逃避我的生活”。而内部困顿则与内心产生想要逃避的想法相

关，提问内容例如“我想要远离自我重新开始”,“我觉得我在一个无法逃离的深洞里”[63]。

有学者发现在学生与抑郁患者群体[16]、网络社区人群与临床精神疾病患者群体[64]和英美

18-34 岁成年人群[65]等群体中这种分类方式展现出良好的信效度。但是，德文版困顿量表[49]

和中文版困顿量表[47]首次信效度检验结果却建议将困顿量表看作一个整体。除了因为整体

的困顿量表也同样具备良好信效度之外，还因为存在对这种在理论上人为区分内外部的分类

方法的合理性的质疑。Trachsel 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划分可能在实践上并不适用，因为一些项

目其实并不能被轻易的划分至内部或者外部[49]。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恰好印证了 Trachsel 的分

析。我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仅管双因子模型更为合适，但是条目 11（“我想摆脱

我是谁并重新开始”）这个在前人的双因子模型中被划到内部困顿的条目[48, 49, 64, 65]，在本研

究中被建议归入原分类中外部困顿组。验证性因子结果也提示，本研究的三个模型的结构效

度均可接受，但 EE11/IE5（即把条目 1-11 归为外部困顿，条目 12-16 归为内部困顿）的模

型拟合效度最好。考虑到既往研究对困顿量表的结构研究尚无定论，我们把 EE11/IE5 和 ES

单因子模型纳入后续困顿与抑郁关系的探索和信度分析中。 

本研究认为在将困顿量表应用于外来产业工人时，其条目的维度分类可能有所不同。结构

效度是反应结构对理论的解释程度，收敛效度是指同一维度下的指标对该维度的反应程度。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仅管量表信度和收敛效度较好，但在结果效度上仅处于可以接受的状

态，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水平，仍然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以确定最适合外来产业工人困顿测量

的分类方式。 

4.2 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与困顿状况 

4.2.1 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流行率高 

在针对深圳 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 33.6%的外来产业工人报告存

在临床抑郁症状。在抑郁方面，606 人（33.6%）CES-D-10 量表得分 ≥ 10 分。外来产业工

人的抑郁状况高于中国普通人群（2.06%，PHQ-9 量表）[30]，中国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

（25.25%，PHQ-9 量表）[32]。结果显示在自变量为所有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因变量

为抑郁的回归模型中，只有收入与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相关。外来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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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70%的参与者月收入为 3000-4999 元，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城市私营公司或组织为

70233 元/年，城市非私营公司或组织为 125612 元/年）[66]。在所有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因素

中，收入水平是与抑郁相关的重要因素。收入较少的外来产业工人有较高的风险发展成抑郁，

这与之前的许多研究结论相符[6, 18, 20, 67, 68]。经济因素在导致抑郁方面的作用可能与社会收入

不平等有关，Lin 在 2017 年的研究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外来产业工人健康状况更差，

社会融入程度也更低[18]。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性别与抑郁存在显著关系。

国内外许多研究认为女性被认为是流动人口中健康状况的弱势群体[20, 23, 29, 69]。研究认为女

性除了因为外来产业工人的身份遭受歧视之外，她们还在经历着来自性别歧视、性别骚扰或

性别暴力方面的压力[70]。外来产业工人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是很常见的[71]，而外来产业工

人中的女性被认为更难平衡家庭和工作间的冲突[72, 73]。但是，在黄四林等人对中国农民工

1995 年至 2011 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女性心理健康水平确有提升，而男性

则没有，这可能与男性多在社会保障较差的建筑业、而女性多在社会保障较好的制造业有关
[74]。 

在困顿方面，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水平是 9.14 ± 11.26，相较于其他群体来说困顿程

度较低，中国学生群体的困顿平均得分为 15.7 ± 13.6[47]，德国三组学生和职员群体的数据

10.51 ± 12.82、12.08 ± 12.79 和 13.51 ± 13.52[49]，男男性行为群体的平均得分约为

14.1[48]。本研究以困顿量表得分的上四分位数 15 分为临界值，将 1805 名外来产业工人中的

472 人（26%）归为高困顿。在自变量为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变量，因变量为困顿的回归模

型中，教育水平与困顿呈现负相关，饮酒行为 AUDIT 得分则与困顿呈现正相关。高中教育

水平（ORm = 1.29，95%CI = 1.01，1.65）和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ORm = 2.35，95%CI = 1.53，

3.60）相较于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外来产业工人高困顿风险增加，存在 AUD 的外来产业工

人（AUDIT 量表得分 ≥ 20 分）出现高困顿状态的风险高出 AUDIT 得分只有 1-7 分的外来

产业工人近 2 倍（ORm = 2.67，95%CI = 1.77，4.01），这类结果尚未在其他群体的困顿研究

中报道[32, 48, 50]。我们推测教育水平中的负向关系，可能与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度低相关。认

为自己教育水平与所处职业不相匹配的落差感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情绪。而行为则是内部情

绪的表现，饮酒行为的程度越严重提示着内心的困顿感越强。 

研究发现报道抑郁的人数多于高困顿的人数。这种高困顿人数少于存在抑郁的状况可能

与困顿量表的临界值取值相关。目前困顿量表并没有明确界值来划分高困顿感和低困顿感。

在分析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行为学因素与困顿关系时，本研究参考既往文献[75]，采用回收量

表的上四分位数表示困顿的界限值。此外，也有可能是作为中介作用的困顿转化成了抑郁或

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而不是以困顿的表现形式存在。亦或是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并不明显。

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够通过跨时间维度的队列数据进一步通过模型拟合，例如

ROC 曲线及其拟合优度检验等来确定在外来产业工人中困顿量表的界值。从而在验证困顿

量表适用性的基础上提高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 

4.2.2 家庭支持、外出务工时长和饮酒同时影响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与抑郁 

本研究在第三章潜在变量的筛选部分发现，在外来产业工人家庭支持（婚姻与孩子）、

务工时长、饮酒行为同时与该群体的困顿和抑郁状况显著相关。可能提示这三类因素是社会

阶层理论预测困顿发展为抑郁的重要变量。提示在未来针对希望将困顿作为切入点预防抑郁

的研究设计与干预试验中，这三类因素需要被重点纳入考虑。 

（1）家庭支持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婚的外来产业工人，已婚的外来产业工人抑郁和困顿的风险显著降

低。有 1-2 个孩子的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风险较没有孩子的外来产业工人的低，有孩子的外

来产业工人，无论是 1-2 个还是 3 个及以上均比没有孩子的外来产业工人困顿风险低。既往

研究曾在困顿与 PTSD[76]和自杀[66]的联系中发现相似的结论，提示家庭的支持在减少心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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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起到一定作用。Lei Jin 等人于 2012 年发表的关于 339 名农村至城市（上海）迁移的流

动人口与 564 名上海本地居民跨地区关系（Trans-local ties）和本地关系（Local ties）与心

理健康的研究指出，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等级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但他们的社

会经济地位与那些留在输出地的人相比要高，跨地区关系这种将移民与家乡社区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可能会巩固他们在家乡的社会关系并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产生有利的影响，促进增强

自尊、更高的控制感和更强的生活目的和意义感，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同时，电子通讯

产品的广泛运用，有利于增强这种跨地区关系，使得外来流动人员有渠道获得更多的家庭支

持[77]。 

（2）外出务工时长 

在外出务工时间上，时长短的外来产业工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既往研究表明，外来产

业工人的工作时长同心理健康状况呈 U 型[59]，而本研究发现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是抑郁的

保护因素——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外来产业工人相较于外出务工小于等于 2 年的外来产业

工人出现抑郁的风险显著降低。这可能与工作环境的社会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支持的

不足有关[71]。我们强调家庭支持对减少困顿和预防抑郁的重要性。此外，这可能与随着时

间的增加而建立的新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对负面情绪的削弱相关。社会阶层理论是基

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发展而来,社

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实现对自己的评价。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经历

了原有的劣势，并在适应流入城市的过程中感到不足[72, 78, 79]。社会地位改变带来的落差感

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80]。我们推测当外来产业工人离开家乡前往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就

业时，原生活环境下的社会地位与流入地生活环境下的社会地位间的落差感对于外出务工时

间短的外来产业工人更为强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挫败感。随着外出务工的时间增长、

工作经历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高、职业地位的增长、新社会关系的建立[6]这种挫败感带来

的影响也逐渐减少。 

（3）饮酒行为 

针对饮酒行为，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饮酒行为与困顿和抑郁均显著相关，存在

AUDIT 量表界定的 AUD 的外来产业工人，比 AUDIT 量表得分小于 7 分的外来产业工人抑

郁与困顿的风险显著提升。这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符，证实了 AUD 和抑郁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81]。据我们所知，这也是首次发现困顿与饮酒行为之间的联系[32, 48, 50]。我们发现在饮酒行

为在困顿中（ORu = 3.22，95%CI = 2.17，4.76）比在抑郁中（ORu = 1.98，95%CI = 1.34，

2.92）影响权重更大。可能提示从监测饮酒行为到发现困顿再到预防抑郁的过程。这为未来

针对抑郁与困顿的预防和干预设计提供了思路，针对饮酒行为的测量以及酒精摄入的控制应

当被充分考虑。 

4.3 外来产业工人的抑郁与困顿的关系 

研究发现无论是困顿量表整体还是内部或外部困顿部分得分都与出现临床抑郁症状显

著正向相关，这种相关性在校正了可能影响的潜在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

水平、子女数量、收入、外出务工时长和饮酒后依然存在。这与既往在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

（线性系数 r = 0.21，P<0.05）[32]、男男性行为人群（R 平方改变量 = 0.451，β = 0.689，P < 

0.001）[48]和普通社会人群（研究中的三组线性系数分别为 ： r = 0.62，P<0.01；r = 0.72，

P < 0.01；r = 0.70，P < 0.01）[49]中的结论一致，也符合社会阶层理论的阐述[16]。此外，我

们发现在外来产业工人中困顿量表得分≥11 分可能提示着存在临床抑郁症状，敏感性和特

异性分别为 63.9%和 82.8%。再一次强调了困顿在抑郁二级预防中可能有一定意义。未来进

一步的研究可以开展对抑郁的早期预防及相关干预措施的设计。例如，开展检验困顿是否能

够作为早期抑郁指标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或是设计抑郁早期或困顿相关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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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以进一步明确困顿在抑郁早期预防中的作用。鉴于困顿和抑郁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促进作

用[45]，同时，除了抑郁之外，困顿还可能与其他多种心理疾病或行为，例如自杀行为、焦

虑等[45, 63]相关，在未来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评估困顿在早期预防心理疾病上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提示外部困顿得分高的外来产业工人更容易存在临床抑郁症状。外部困顿与

对被困状态的感知有关，而内部困顿与自己产生逃避想法相关。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无论

是困顿整体、内部困顿还是外部困顿都会增加临床抑郁症状的风险，但是外部困顿量表部分

得分每增加一分，其出现临床抑郁症状的概率是原来的 1.3 倍，而困顿量表或其内部困顿部

分每增加一分，出现临床抑郁症状的概率仅为原来的 1.1 倍。这可能提示意识到自己处于被

困的环境中比自己产生逃避的想法更容易增加抑郁的风险。但是就如同在讨论第一部分针对

困顿量表结构的分析一般，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划分还仅仅是一个基于题目文字的理论层面分

层，可能每个人对于同一题应当归为外部还是内部的理解存在差异[49]，关于内部和外部困

顿为何存在差异以及背后的理论基础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4.4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自我报告量表存在信息偏倚，我们采用基于参与者自

我报告的量表来评估抑郁状况，准确性低于临床访谈结果。其次，在抽样中对于同一类不同

工厂的规模考虑不足，仅管我们根据各类型工厂总人数比例选择了相应的工厂数量，但是在

每个工厂的抽样中，我们保持每个工厂的参与者数量相近，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样本的代表

性。因为，在现实中尽管工厂类型相同，各个工厂的规模可能有所不同。此外，由于我们的

参与者是中国的外来产业工人，且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状况，及其职业类型比例各不相

同，这个结论在其他地区或非流动人口的外推受限。最后，这是一项采用自我报告问卷形式

开展的横断面研究，我们无法进一步确证困顿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分析困顿

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界值点以提前预测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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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明了中文版困顿量表在中国外来产业工人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并提示双

因子（EE11/IE5）维度的划分对于外来产业工人更加合适。同时，外来产业工人困顿感平均

得分为 9.14 ± 11.26，中位数（四分位间距）为 4（15），有 33.6%的外来产业工人报道存在

临床抑郁症状。其中教育水平和饮酒行为与困顿显著相关，结果提示教育水平越高，存在

AUD 的外来产业工人出现困顿的风险越高。收入则与抑郁显著相关，收入>4999 元每月是

保护因素，收入高的外来产业工人存在临床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降低。并且，研究结果发现

外来产业工人的困顿与抑郁显著正向相关。在校正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因素（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子女数量、收入、外出务工时长和饮酒）后，这种正相关关系依然存

在（ORm = 1.13，95%CI = 1.12，1.15）。ROC 曲线分析发现困顿得分超过 11 分表明存在临

床抑郁症状。这提示了社会阶层理论和中文版困顿量表在未来的临床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价

值，并为进一步研究困顿对抑郁的预测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了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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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行文至此，五年的本科生活即将结束。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蔡泳教授。

我还记得大二第一次写邮件跟老师毛遂自荐时的紧张，是老师将我领进科研的大门，教会我

如何逻辑思辨，并指导我在感兴趣的方向上大胆探索。在未来的学习道路上，我也会继续尊

敬和感恩老师。同时，本次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还离不开深圳市龙华区 CDC 的老师们在数

据收集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香港、广州和深圳的专家教授们在论文发表过程中给予我的指导，

学生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课题组其他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在蔡老师的带

领下课题组团结而又温暖，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日常学习分享让我收获颇丰。随着申请落下

帷幕，下一站目的地变得清晰，在此感谢蔡泳老师、钟文泽老师与王广鹤老师在申请中给予

我的莫大帮助与支持。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我的辅导员和室友们。感谢我的辅导员陶晶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关

怀，让原本内向腼腆的我在一次次锻炼中不断成长。感谢我的室友们，你们真诚、善良、开

朗、幽默，很幸运能和你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度人生中正值青春的五年时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姐姐，感谢你们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倾

听我所有的焦虑与烦恼，安抚我所有的恐惧与不安，赋予我追逐梦想的勇气。 

这一路走来，一封致谢写不完要感谢的人，道不尽诉诸感恩的话，我会将这份感恩之情

牢记心中，保持求学初心继续砥砺前行。在此，祝愿家人平安喜乐，同学未来可期，老师桃

李天下，母校载誉乾坤，祖国繁荣昌盛。人生是分离与重聚，那就期待下一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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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查问卷 

编号：_________ 

第一部分：人口学 

1-1您的出生年月： 

1-2您的性别为： 1.男 2. 女 

1-3您的家乡在哪里: 

1.深圳 勾选后跳转至 1-4 

2.广东省其他城市 3. 其他省份城市，具体为___________  

3.如果您的家乡不是深圳那您的家乡属于： 1. 大城市    2.中小城市    3. 农村 

1-4请问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1.未婚且没有固定的男/女朋友 

2.未婚但是有固定的男/女朋友 

3.已婚 

4.离婚/丧偶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 

1-5请问您有几个子女：__个 

1-6请问您的学历是： 

1. 小学及以下   2. 初中   3. 高中/中专   4.大专   5. 本科   6. 硕士及以上 

1-7请问您目前的平均月收入是：# 

1. 1000元以下          2. 1000-2999元             3. 3000-4999 元         

4. 5000-6999元         5. 7000-9999元             6. 10000元及以上 

1-8您第一次离开家乡打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年   个月 

第二部分：行为学 

2-1饮酒情况（AUDIT 量表） 

A在过去一年，您多久喝一次酒？ 

1.从不喝酒 --- 勾选后跳转至 2-2 

2. 每月约 1次或不足 1次      3. 每月 2-4次      4.每周 2-3次       

5.每周 4-5次                 6. 每周 5-6次      7. 每天 1次或以上 

B在喝酒的那一天，您一般喝什么酒，喝多少？ 

(1)  度白酒，  两   

(2)  度黄酒/米酒  两 

(3)  红酒/葡萄酒  两  

(4)  啤酒  听/  瓶 

C您多久会有一次喝超过 3瓶啤酒、或 4两 38度白酒、或 3两 52度白酒、或 1瓶葡萄酒的

情况？ 

1.从来没有   2.每月少于 1次   3. 每月 1次   4. 每周 1次   5. 每天或几乎每天 

D在过去一年中，以下情况有多经常出现？ 

（0 从来没有；1 每月不到 1次；2 每月 1次；3 几乎每周 1次；4 每天或几乎每天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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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发现您一旦开始喝酒后便无法停止                      0    1    2    3    4 

2 因为喝酒而无法做您平常该做的事                       0    1    2    3    4 

3 醉醒后需要先饮酒才能开始日常生活                     0    1    2    3    4 

4 在酒后觉得愧疚或自责                                 0    1    2    3    4 

5 酒后忘记前一晚发生事情                               0    1    2    3    4 

E您是否有以下情况？ 

（0 没有；2 有，在近一年中；4 有，但不在近一年中）  

1因为喝酒弄伤过自己或别人                                                     

0    2    4 

2您的亲戚、朋友、医生或其他卫生工作人员有没有关心过您的饮酒问题，或是建议您少

喝点？   

0    2    4 

第三部分：社会心理学 

3-1抑郁（CES-D-10量表） 

以下是一些您可能曾有的感受。请按照过去一星期内您的实际情況或感觉，选择最适合您的

描述。 

（1 没有；2 偶尔；3 有时；4 经常） 

1您因一些小事而烦恼                             1    2    3    4 

2您在做事時，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1    2    3    4 

3您感到情绪低沉(落                              1    2    3    4 

4您感到所做的一切都很费心力                     1    2    3    4 

5您觉得前途是有希望的                           1    2    3    4 

6您感到害怕                                     1    2    3    4 

7您的睡眠情況不好                               1    2    3    4 

8您感到高兴                                     1    2    3    4 

9您感到孤单                                     1    2    3    4 

10您觉得无法继续您的日常工作                    1    2    3    4 

3-2困顿感评估量表（中文版困顿量表） 

仔细阅读每一个条目，并圈出您认为最能反映您程度的对应数字，请不要遗漏任何一句。 

（0 没有；1 很轻；2 中等；3 偏重；4 严重） 

1我处在困顿的状态                                 0    1    2    3    4 

2我强烈希望逃避我的生活                           0    1    2    3    4 

3我处在一段无法摆脱的关系中                       0    1    2    3    4 

4我经常觉得我就想逃离                             0    1    2    3    4 

5我对改变事物感到很无力                           0    1    2    3    4 

6我感到被自己的义务所困                           0    1    2    3    4 

7我看不到摆脱目前状态的出路                       0    1    2    3    4 

8我想要离开生活中其他比我强的人                   0    1    2    3    4 

9我强烈希望离开并远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             0    1    2    3    4 

10我认为我被别人困住了                            0    1    2    3    4 

11我想要远离我自己                                0    1    2    3    4 

12我对改变自己感到很无力                          0    1    2    3    4 

13我想要逃避我的想法和感受                        0    1    2    3    4 

14我觉得我被自己困住了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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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想要远离自我重新开始                          0    1    2    3    4 

16我觉得我在一个无法逃离的深洞里                  0    1    2    3    4 

 

感谢您的参与！ 

                                                       调查日期： 

                                                       调查员： 

 

  


